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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
艺”。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
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些论述为文艺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别的文艺观相比，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尤其强调人民性。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就提出了文化艺术的“人民性”的概念，举起了维
护作品人民性的旗帜。如马克思1842年在《第六届莱茵
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就有针对性地说：“出版
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1870
年，恩格斯在《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中，表达了对16
世纪以来备受迫害的爱尔兰弹唱诗人的极大同情，肯定
了弹唱者的残留作品为“最优秀的遗产”，评论“这些歌曲
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在今天也是民族情
绪的表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文
艺作品的人民性。

至于“人民”的概念范围，列宁在1905年的《社会民
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说：“马克思在使用‘人
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种阶级之间的差别，而
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
一体。”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会
有不同的内容。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
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
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当下，强调文艺创
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应该创作出反映最广泛人民
群众心声的文艺作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家艺术家就要有人民立场，
在创作中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
为自己不可推卸的“天职”，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作为自己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
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
历史的‘剧作者’”，我们一定要牢记创作的使命，从立
场、观念上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
题，端正文艺创作的方向。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曾批判

“不把含有历史意义的合理内容作为当代意识来反映的艺
术”，进而批评一些人不要只把自己的创作“局限于‘小
鸟的歌唱’，只创造自己的、与当代历史的及思想界的现
实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

在今天，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原则面前，我们应当
反思自己的创作：我们的创作是不是与人民、与历史、与
时代背道而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面向人民，
从感情上热爱人民，从行动上表现人民如何创造历史、创
造新生活，就要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虚心做人民群众的
小学生。陕西作家柳青、河北作家贾大山等，都为我们树
立了热爱人民、深入生活的好榜样。当下的文艺新秀层出
不穷，他们普遍文化水平高、思想活跃，创作丰富，也创作
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但总体而言，需要更多的青年作家
克服浮躁心理，肯于像老一代作家艺术家那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们也
欣喜地看到，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实践中，始终活跃着青年人的身影，而
我们的青年作家艺术家也要在文艺世界中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新一代作家艺术家们敢于走出
自己的小安乐窝，离开高贵的象牙塔，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素
材。现在我们的文艺创作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与文艺创作者的生活积
累息息相关，与他们和人民群众结合的广度深度紧密相连。列宁曾经说过：

“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
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
并提高它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对于当下
的写作者来说，就是要深化责任和使命，真切反映现实的巨变和人民的心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感恩人民群众为我们提供了艺术创造的原
材料。他们是历史的演出者和编剧，也是任何作品的评判者。马克思说：“人
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俄国阿·托尔斯泰
也明确地说道：“艺术首先是人民的。因此，艺术的创造者和品评者是人民，
也是我们大家。”“人民，就是艺术的法官。”别林斯基则说：“读者群是文学的
最高法庭，最高裁判。”毛泽东论及作品要通过社会效果来检验。周恩来也
说，戏剧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领导回答”。人民，就是评判艺术的绝
对权威。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针对文艺
发展的大势和文艺界的一些痼疾而提出的。他高瞻远瞩地强调，“只有牢固
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
量”。这些都给我国文学艺术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要牢固坚
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伟大作
品。让我们用创作实践来证明吧，这是一条艰辛而光明的必由之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奋力抵抗外来
侵略者的抗战时期。民族的命运深刻地影响了文艺的
命运。抗战文学的应运而生，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
革命文艺运动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今年恰
逢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回顾党在民族革命战争
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抗战文学的影响，我们能够清晰
地意识到，现代中国文学正是党的红色基因的注入，
才有了抗战文学最为辉煌的历史篇章。

引领民族抗战文学的方向与道路

抗战文学的兴起，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密切
相关。同年11月，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
下简称“左联”），在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文学的新任务》中，就明确强调“在文学的领域内，加
紧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在创作中“抓取反帝国主义
的题材”。于是，着重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
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语）的东北流亡作家群，率先举
起了抗战文学的旗帜。193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野心的扩张，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各界
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
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年年底，党中央
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
党的任务决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
略。对此，文学界积极响应，“左联”内部先后提出了

“两个口号”，即“国防文学”（周扬）和“民族革命战争
的大众文学”（胡风）。显然，正是面对新的历史阶段，
两个口号的倡导者一致认识到应该有一个新的文学
运动、新的指导思想，联合更多的作家，创作更多的
反映民族革命的文学作品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但
是在迅疾变化的民族抗战的大形势下，究竟如何建
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更准确地理解
和概括新阶段的文学创作的具体理论，“左联”团体
内的作家存在着分歧，并由此一度发生了关于两个
口号的激烈论争。1936年，党员作家冯雪峰由陕北
来到上海，与鲁迅进行交流。8月初，鲁迅在病中作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明确表示拥
护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赞成一切文学
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
的主张”。他说，“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
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
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
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鲁迅的观点引导了两
个口号的并存，消减了论争中双方派别的激烈情绪，
推进了文学界的联合。很快，全国文学艺术界不仅成
立了100余人参加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而且先后
共同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
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指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
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
动之更有力”。至此，文艺界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
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局面逐渐形成。

伴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全面抗战开
始。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使得山河破碎，抗战的硝
烟将千万人民带进了饥饿和死亡的灾难中，抗战的
烈火也锻炼了人民，使得他们坚强、勇敢，义无反顾
地走出了家门，走上了前线。1938年3月27日，中华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武汉宣告
成立，选出郭沫若、茅盾、丁玲、夏衍、胡风、田汉、郁
达夫等45人为理事，老舍主持日常工作。周恩来作
为名誉理事，对“文协”工作非常重视，亲自指导和参
加了许多重要活动。“文协”是党所领导的一次最广
泛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文协”使得五四以
来的新文学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进入了一个深入发
展的重要转折期。“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的口号，引导作家们深入战火硝烟之中进行书写。源
于战地需要的创作不仅是多样化的，而且大多采用
贴近军民生活、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抗战文学
中大量的诗歌（包括鼓动诗、朗诵诗、长篇叙事诗）、
报告通讯、速写、戏剧（包括歌剧、独幕话剧、街头剧）

等文学样式特别繁荣，还有鼓词、快板书等民间曲艺
也深受欢迎。这些新型文艺创作奠定了抗战文学基
本的创作路向。

这场人民群众最广泛参与的民族解放战争，给
予抗战文学的重要影响是使文艺与民众进一步紧密
结合。它激发作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与传统文化
尤其是民间文化关系的思考。1940年至1942年，文
艺界展开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和文艺整风运
动。这期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
《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论著，直接影响了抗战
文学新理论的建构，尤其是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更加完整而系统地制定了一条党的革命
文艺的路线，明确文艺的发展方向，深刻阐述文艺与
生活、文艺与人民、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继承与
创造等的辩证关系。这为行进中的抗战文学指明了
正确的思想方向，乃至为后续的社会主义文学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笔部队”与抗战文学肩负的使命

在抗战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一支特殊的
部队——“笔部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
人民燃起了争取生存与解放的神圣炮火。“文协”及
时向作家发出了号召：“我们感到文艺抗战工作的重
大，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有集中团结，共同参加民
族解放伟业的必要。”为此，抗战文学中一支支“笔部
队”应运而生。

1937年8月初，中共中央率先酝酿成立了以文
艺工作者为主体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
战团”）。其主旨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们“到前线去，
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
影响”。“西战团”的第一阶段，由丁玲任主任，吴奚如
任副主任。1938年5月，又一支“笔部队”——“抗战
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组建完成，先后分
派多个小组，每组3至5人深入战区工作。参与的作
家有刘白羽、吴伯箫、卞之琳、雷加、周而复等。同时，
以“工作团”为主干，出版了《文艺突击》小型刊物，刘
白羽为主编，创刊号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刊名。

“工作团”团长刘白羽说：“我们抗战文艺工作团就是
为了团结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而组
织的。”其主要工作就是“在所在各地推动文艺组织
文艺团体之建立，注意到文艺干部的培养和提倡”，
更重要的是进行“文艺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1939
年3月，在延安的“鲁艺文艺工作团”赴晋东南工作
近一年之久。类似的还有延安抗大文艺工作团、鲁迅
实验剧团、抗战剧团、烽火剧团等民众文艺团体组
织。11月，“西战团”工作进入第二阶段，由“延安鲁
艺文工团”副团长周巍峙带队奔赴晋察冀敌后战场。

与此同时，在抗战的正面战场，作家的活动也颇
为壮观。“文协”成立后在武汉三镇组织的“全国慰劳
总会”（以下简称“慰劳团”），分南北两路到抗战前线
的各战区慰问浴血奋战的将士。1939年7月，“慰劳
团”的“笔部队”集结启程。其中，老舍、胡风等作家向
北路进发，在大西北地区行走了5个月，两万多里。
为适应战时文化服务和宣传鼓动的需要，1939年6
月，“文协”又筹建了“作家战地访问团”（以下简称

“访问团”），王礼锡为团长，宋之的为副团长，团员有
葛一虹、杨骚、杨朔、白朗、罗烽、李辉英等13人。“访
问团”从重庆出发，长途跋涉，途经四川、陕西、河南、
山西、湖北等省，历时半载，深入前线重点访问了中
条山、太行山两大战区。“访问团”所到之处，“给予了
前方军民以异常的兴奋与鼓励”，“使得战地的文化
工作更有了辉煌的发展”。这应该是抗战文学中“笔
部队”影响最大的团体组织了。另外，作家姚雪垠后
来回忆：“在39年春天，为响应总会‘到战地去’这个
号召，我同克家、孙陵，另外两三个青年同志，从襄樊
到随枣前线。”他们深入偏僻的皖北第五战区，自称
为“大别山中的文艺孤军”。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建
立了“文协鄂北分会”，开辟了抗战文艺一片新天地。

抗战文学中的“笔部队”，除了上述团体外，实际上在
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文艺作家团体，他
们积极深入前线和后方进行抗日宣传。

正是这些蔚为壮观的、活动着的“笔部队”，使得
抗战文学有了鲜活流动的精神气脉。前线士兵需要
文艺生活，需要通俗的文艺读物。战地作家群体以

“笔”为武器，宣传抗战，鼓动斗争，服务战时文化工
作的需要。这与其说是文学直接深入了军队和乡村，
倒不如说是文学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但是他们不单
纯是抗战的宣传队。“笔部队”是一个团结战斗的群
体，每个作家在此获得了精神的新生。抗战的旗帜，
民族救亡的使命，最大限度地使现代作家有了统一
的精神向度，到前线去，浴血奋战的将士的需要就是
他们前行的目标。抗战中“笔部队”肩负着抗战文艺
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一翼。刘白
羽在谈到为什么组织“工作团”时说：是抗战的前线
需要作家，“因为在那里，是时代中表现得最紧张，休
戚相关的，充满了战士们可歌可泣的事实，群众怒潮
般的动员，敌之残暴……”“访问团”出征前也有这样
的集体告白：“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把敌后方一切可
歌可泣的壮烈英雄的事实，用我们的钝的可是纯真
的热情的笔把他们写出来，用诗歌的形式、小说的形
式，用戏剧、散文、图画种种形式去写，我们的枪已经
够使敌人发抖，我们还要用笔去暴露敌人的残暴，去

‘消灭’侵略者的灵魂。”“笔部队”作为战时一种特殊
的作家组织，正是因为自觉地把握了抗战时代的脉
搏，将个人的生与死置之度外，他们广博的胸襟、开
阔的视野，定格了抗战文学雄浑而壮丽美学的基调，
也书写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史册新的篇章。

抗战文学的成功经验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说：“在我们为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
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
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
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文
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
军队。”为此，“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
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既是对民族抗战文学肩负
历史使命的准确定位，又是对文艺在民族革命战争
中的地位以及抗战文学的历史特征的概括。这最集
中地体现了时代共识和要求。抗战以来，“文艺”的定
义和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艺不再是少数人
的孤芳自赏。正是战争中文艺的大众化，文学及时感
应时代的脉搏的跳动，最大限度地将现代中国知识
分子和作家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家国情怀发挥
到了极致。与时代社会同频共振，才能成就文学的灿
烂辉煌。这正是抗战文学创作带给我们的宝贵历史
经验。这是其一。

其二，文艺面向大众，这是抗战文学的基本思
想，也是我们党引领现代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
理念。“文协”正是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将
作家推向民间、前线，使得文学源于民间、前线，又回
到民间、前线。在这样的循环中完成了一个崭新的抗
战文学再造。这中间大众、民间、前线的实体究竟是
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联系大众、民间、前
线？是通俗化、旧形式吗？这些问题在当时引起了激
烈的讨论。毛泽东《讲话》中“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
的？”之问和其深刻的阐释，指明了革命文艺运动的
前进方向。作家真正贴近了抗战时代的现实生活，文
学与民众完全融在一起。身份的确定、形式的认同赋
予了抗战文学特殊的功能，极大地丰富了抗战文艺
的天地，也拓宽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领域。作家艺术
家的深入战区，“面向大众”的共同话语，为新文学大
众化路径探索了宝贵的经验，这对后来以“人民”为
中心的当代文学也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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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王 毅：中华诗词给您带来了什么？又能给人们带去

什么？
叶嘉莹：古典诗词一向是我所挚爱的，也正是古诗词的无

穷力量，帮助我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命运坎坷。
很多人也曾这样问我，学诗词有什么用？这的确不像经

商炒股，能直接看到结果。钟嵘在《诗品》序言中说，“气之动
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使穷贱易安，幽居靡
闷，莫尚于诗矣”。身处贫困卑贱之中，安分守己，不为外物
所动；独处时有诗为伴，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辛弃疾，都在
你的眼前……

我曾提出“弱德之美”的概念。诗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
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难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弱”。而在苦难之
中，你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就是“弱德”。

我曾在南开大学举办多次古典诗词的讲座。讲诗词的时
候，我望着台下莘莘学子，曾给他们说了这样一句话：“古诗词
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

什么是诗？诗是对天地、草木、鸟兽，对人生的聚散离合
的一种关怀，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15岁时，我曾写了一首诗《秋蝶》。“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
新霜月乍寒”。今天来看这首诗，那个时候我无意识中在诗词
里就有对人生问题的思索。

自从开蒙时接触诗词，此后的90多年人生里，不论是我
年轻时经历丧母之痛、辗转台湾经历白色恐怖，还是我中年时
不幸丧女，在遇到苦难时，为了排解苦难，我都会用诗词来表
达，用诗词来排解忧愁。中国古典诗词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

一种力量。
王 毅：这次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迎三八妇女节，庆建

党百周年”全国女子诗词大会的启动仪式，也看到了您为大会
专门录制的视频，特别感动。您是中华诗词学会女子诗词工
作委员会的首任主任，这次换届，您担任荣誉主任。您怎么看
待女子诗词的历史地位？

叶嘉莹：在中国3000多年的诗词历史上，女诗人从来都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次中华女子诗词大会的启
动，又给广大女诗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提供了一所
培训锻炼的学校，同样也会引领更多知识女性热爱诗词、创作
诗词。

在中国诗词史上，女性诗词创作是伴随着男性诗词创作
的发展而演进的。它受到传统文化、个体才性、文体观念和女
性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女子诗词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特质，它本身的情意内容就有一份感动你的地方。

当男性的像《花间集》这样的作品出现的时候，男性的词
作对于男性的诗歌传统是一种背离。男性的作者多多少少，
他所牵涉到的是“仕”与“隐”的问题，可是女子没有这样的资
格，女子不能够想到我是要修身齐家，是没有资格追求治国
平天下的志意的。所以在言志的诗篇里边，女子一直处在不
利的地位，没有资格跟那些言志的男子争一日之短长。

有了“词”这种文体后，就有了女性的形象、女性的语言，
女性可以写自己的伤春怨别。诗，女子虽然也作，可是始终作
不过男子，因为似乎男子都有志可言，女子无志可言。

以李清照为例，在时代的演进中，李清照是个很幸运的
人，她的父亲李格非有很好的才学，所以她小的时候受到很好

的家庭教育。而她的丈夫赵明诚也有很好的才学，两人在一
起看金石画册，写了《金石录》。“赌书消得泼茶香”（《浣溪
沙》），就是清代纳兰性德对他们的羡慕和赞美。中国古代如
果一个女子能够成名，如果能有作品留下来，一个必要条件就
是她得有良好的家庭教育。

像能够续成《后汉书》的班昭，还有像替父亲蔡邕整理书
籍的蔡文姬，她们的家庭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而促使她们完成
了自己。因此说，造成一个女子有很好的文学成就的因素，一
个是她家庭的教育，她先要受过很好的教育，她才能够有能力
来写作。

清朝末年，大家都革命，男子革命，女子也革命。我们看
一首秋瑾的词《满江红》：“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
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
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秋瑾这个时候就是女性的
觉醒，她把女性的觉醒都写到词里边去了。

当代词坛女杰沈祖棻，是以诗词成就享誉海内外的著名
学者。1920年代末，她即以“富有奔放的热情和飞腾的想像”
的短篇小说引起社会关注。1940年代她的新诗集《微波辞》
出版后被作曲家选谱成曲，广为流传。成就最大的，则是她的
旧体诗词创作。其编著的《宋词赏析》一书，以较高的思想水
平与艺术价值赢得广泛赞誉。

所以说，在我们中国文学的历史潮流中，女性的诗词作家
是有很多的、也是很有成就的。我曾经有系列的录音带，整理
了历代的女性词人，有一个系统的介绍。我相信，以后我们的
女性词人，还会有更多的成就。

王 毅：我们该如何弘扬中华诗词文化和精神，您对我们

新时代军人诗词爱好者有什么希望和期待？
叶嘉莹：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当

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
典诗词，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
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
失。对部队官兵而言，多少年来，一代代军旅诗人以浓厚的爱
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创作了无数激荡人心的诗篇，如：“驾
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江
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它们以其独特的魅力激励
战士们驰骋沙场、舍身报国，展示中华儿女的民族大义和爱国
情怀。

我虽然平生经历了离乱和苦难，但个人的遭遇是微不足
道的，作为一名诗人，我认为诗词能让人心灵不死。而古代伟
大的诗人，他们表现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志意，是黑暗
尘世中的一点光明。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
还可以讲，我愿意一直讲下去。所以我要把自己亲自体会到
的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告诉年轻人，希望能把这
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到里面来，我希
望能把这一点光明代代不绝地传下去。如果我不能传给下
一代，在下对不起年轻人，在上对不起我的师长和那些伟大的
诗人。

我一生，有70多年从事教学，我觉得这真是我愿意去投
入的一个工作，愿意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感悟诗词之美。如果
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

王 毅：是啊，中华诗词之美，道阻且长，但只要溯洄从
之，终能接天映日，十里飘香。


